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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分利秩序的乡土逻辑:
基于西部Y县的调查

曾 智 洪
(杭州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311121)

摘 要:基层政府的共谋行为已逐步演化为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分利秩序的构建

来应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型体制,由此导致基层政权的乡土实践偏离国家制度文本的惠农初衷。西部Y县的

乡土经验表明:分利秩序根植于基层政权内卷化、乡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民利益边缘化等交织的复杂生态,是促

成分利联盟透过制度异化实现利益均衡的隐性规则。分利秩序不仅割断国家供给与农民诉求,还弱化基层政

权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要打破这种非理性的资源配置规则,一方面必须对乡镇放权赋能,平衡其权力责任关

系;另一方面还要将农民组织化,让农民成为乡镇治理的重要力量,以实现西部乡镇的合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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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作为基层国家行政机构,“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具有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公共服务

和基层建设等职能。乡镇治理现代化不仅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也
攸关党和政府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

要,涵盖12个省市自治区,土地面积68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71%;人口约3.5亿,占全国

总人口的28%,聚集全国贫困人口的80%。在全国3.4万多个乡镇中,西部有15923个,占全国的

39.4%[1]。因此,实现西部乡镇治理现代化,是缩小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完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战

略的关键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从“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型,即
国家不再通过征收税费的方式从农村汲取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管制乡间社会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反

哺式供给,这标志着农民缴纳“皇粮国税”2600年的历史终结,也标志着我国已迈入“以工哺农、以
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事实上,“汲取式整合”与“供给式整合”的核心都在于如何对接国家、基层

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资源自上而下的输入,完成国家治理的目标。“乡政村治”的“国
退民进”,使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获得重新调整的契机。理论上,农业税费的取消应该让资源汲

取附带的利益共同体瓦解、基层政权内卷化消解、国家和农民的冲突缓解,然而,即使国家对农村贯

彻长久的政策关怀和资源输入,仍然没有在农村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2017年,中央“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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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连续14年聚焦“三农”问题,这既表明国家对农村改革部署的决心,也暴露出农村发展的制约

痼疾太过根深。这些政策和资源的持续输入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但囿于国家对

乡镇的制度性供给缺陷,大多数惠农政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皆以失效收场。税费改革非但没有

从根本上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反而出现“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市里有好人,县里多坏人,乡
里尽仇人”的基层权威真空现象。

杜赞奇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赢利型经纪”替代“保护型经纪”,导致国家政权内卷

化[2]。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西部乡村社会的政权内卷化问题仍旧突出。乡镇存在着

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的结构性矛盾,国家既想要马儿跑(乡镇政府实现善治),又不让马儿吃草(乡
镇被赋予的权力远远小于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使得基层治理在乡土性与现代性之间无规律摇摆。
即是说,西部乡镇既有按科层化、制度化逻辑运行的正规性,又有农村社会乡土性、复杂性的非正式

性。有的基层干部在自利性膨胀的驱使下,打着“为农服务”的旗号与地方势力结成“去农”“撵农”
甚至“坑农”联盟,形成吞噬国家资源的“分利秩序”,将农民排斥在利益共享群体之外。固态化的分

利势力和结构化的分利秩序(后文会进行详解)相互交织,深层次地剥夺农民分享发展红利的机会,
使得西部乡镇陷入制度异化的系统危机。因此,探究西部乡村社会如何形成分利秩序,国家公共资

源如何被肆意侵蚀,国家与农民关系何以断裂,对于打破乡镇现有体制的藩篱、祛魅治理现代化,具
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回顾:分利秩序的内涵与外延

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政权的生存压力逐步增大,其逐利行为变得越来越自觉。基层

政权由此产生不同于以往的特性,乡镇政府成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贺雪峰通过农村资源和项目

流向的考察,首先提出分利秩序的概念,继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分利秩序是什么? 贺雪峰认为分利秩序的前提是利益,有利益就会有争夺或分享,利益会滋养

出各种力量决定利益分配结果,而利益分配结果又助长利益力量的形成[3]213。李祖佩通过对承接

项目的接受型、争取型、捆绑型三类村庄的分析来解读基层政治社会的分利秩序,发现分利秩序是

项目进村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一般逻辑和乡村政治社会的样态[4]。耿羽提出低水平均衡的分利秩

序,他认为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甚至村民之间

都彼此离散[5]。张建雷认为,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农村阶层分化导致富人治村和分利秩序新格局的

形成;在以富裕阶层为主导的不平等政治格局下,占村庄中绝大多数的中下阶层被排斥在村庄政治

参与和利益分配之外[6]。王海娟等用“分利秩序”概括了项目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在分配环

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

村庄精英替代[7]。孙敏等提出分利秩序既是一种对村庄利益资源进行分配的相对稳定权力格局的

静态描述,也是一种对围绕村庄利益不同权力主体进行权力博弈的动态展现[8]。
简言之,分利秩序是分利势力内部之间在实力基础上展开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它不是以增进

农民福利为宗旨,而是以分利势力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分利秩序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和乡土逻

辑中形成的结构化利益分配秩序,是基层政府制度在乡村社会决策过程与执行过程分离所导致的

非预期结果。分利秩序的产生和重复再生机理是乡镇外部环境驱动和内在现实需求的产物,是重

构基层政治权力格局的重要因素。分利秩序的恶化,是西部乡镇制度异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分的什么利? 贺雪峰提出,分利秩序主要有两种:(1)黑社会通过各自势力范围进行瓜分的农

村无主资源;(2)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源[3]214-215。由于农村的无主资源基本已被划定,国家和地

方的公共资源自然成为主要瓜分对象。目前资源下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直接分配给农

民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如粮食直接补贴、退耕还林补助、农资综合补贴等。这类惠农资金分配



的标准和条件非常明晰,资金使用的瞄准率较高,分利势力对此类资金“束手无策”,即使通过增加

名册、弄虚作假以套取资金,也不能截留或挪用农民应得的固定部分。另一种是专项资金,主要通

过项目输入用于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发展建设,这类资金分配的标准和条件较为模糊。除了基层干

部的工资和基层政府的日常运转经费以外,西部农村的大部分发展资金来源于专项资金,鉴于其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极易沦为分利秩序中被盘剥和抢占的利益源头。

谁来分利?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社会的上访户、钉子户、灰黑势力等成为利益分割的主力。

严宏通过对萧公权语境中19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发现得利者基本为地方官员、吏役、地保、绅

士,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损害国家利益满足自身利益[9]。本研究认为,参与构建分利秩序的主体主要

包含基层政权中的乡镇干部(以及部分与其结盟的县级领导)、乡村社会的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宗

教势力和农民精英。他们通过联盟、博弈等手段攫取专项资金和公共资源,相互协调又彼此冲突,

相互制衡又互为保护伞,共谋①“争资跑项”,在基层政府空壳化和基层政权内卷化②中形成分利秩

序的复合格局。由于这些基层势力在乡镇治理实践的一线,他们擅于运用“踩线不越线”的行动策

略,往往能躲避法律的制裁并实现公共资源私有化,使得分利秩序的结构化和固态化成为可能。

(二)研究设计

Y县地处西部武陵山区边陲,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全县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公里,辖

38个乡镇,278个行政村(含8个社区)。总人口86万,少数民族占84%。然而,囿于其幅员面积最

广、少数民族最多、资源项目匮乏、贫困程度最深等现实状况,Y县人口出现严重空心化。常驻人口

只有54万,且多为留守老人、妇女、儿童以及伤残病弱群体,干部们因此将县政府戏称为“留守政

府”。调查发现,Y县及其所管辖的乡镇是“吃饭靠财政,建设靠专项”的典型,在国家资源下乡实践

中,Y县的资源被层层搜刮,其乡村社会的分利秩序是乡镇政府制度异化后,分利联盟在瓜分公共

资源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隐性分配规则。

个案研究遵循分析性扩大化推理③进行结论外推,即直接从个案推理到一般结论的归纳。Y
县的典型性主要体现在:(1)Y县地处落后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薄弱、基本

公共服务供需失衡、公共空间日渐衰落,在中西部县乡中较为典型。(2)Y县在乡镇治理中陷入类

“丛林状态”④,被基层政府制度异化、人口空心化、农民边缘化等治理困境束缚,且短期内难以摆

脱,这些治理问题在中西部乡镇中也广泛存在。(3)Y县历经撤乡并镇、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和整村

推进扶贫等发展过程,同样存在党政不分、条块分割、财权人权事权相互脱节、基层干部激励不足等

问题,应对这些问题的措施也具有典型性。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通过资料搜集、会议座谈、人

员专访等对Y县乡镇治理进行深度调查。课题组走访Y县的县委、县政府、发改委、财政局、农委、

环保、林业等部门,与38个乡镇的镇长、书记等基层干部开展了十余次座谈,再分别与问题乡镇的

干部、乡镇企业的老板、农民精英和普通农民等进行深度访谈,其中还涉及几个工业园区。针对研

究出现的信息盲点,课题组又多次对相关人员进行专访。访谈人次共119人次。

①

②

③

④

共谋现象是周雪光从组织学角度,对基层政府间应对上级政府政策指令所采取的制度化非正式行为进行的理论阐释。见周

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1页。

赵树凯从公司化的政府功能、碎片化的政府权威和运动化的政府行为三个方面来归纳基层政府内卷化。见赵树凯:《乡镇治

理与政府制度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2-270页。

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就是直接从个案上升到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形式,是个案研究的逻辑基础。见YINRK:《Casestudy

research:designandmethods》,2nded,London:Sage,1994年,第30-32页。

吴毅认为,乡村政治形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力与利的摩擦与碰撞局面,使进入政治进程的各方都陷入某种缺失合理性和合法性

的恃强凌弱或反过来恃弱凌强的状态。这种以力与利的较量使得乡域政治呈现出“官不官、民不民”的怪象,使乡村社会变为“礼崩乐

坏”的准“丛林”境地。见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30页。



三、西部乡镇分利秩序形成的乡土逻辑:基于Y县的调查

西部地区鉴于基层政府财政空壳化和资源人才匮乏等因素,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供给式财政

的转移支付来维持乡镇运转,乡镇加强对上“争资跑项”、对外“招商引资”等手段来填补严重的财政

缺口。乡镇政府面对“权小责大”“属地管理”“一票否决”等制度性供给缺陷,乡镇干部受政治体系

“成长天花板”(大多数乡镇干部对应科级,直辖市对应处级)的桎梏而被边缘化,加之乡村社会理性

差序格局的形成,使得国家资源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成为黑箱。囿于压力型体制紧逼、财政资源短

缺和乡村社会重构等因素,乡镇并没有按照科层制对底层设计的运作逻辑来理性行动,而是试图采

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探索如何与基层势力达成“共谋”,遵循“不越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

线”的行为准则,通过钻法律漏洞逃避责任,以达到公共利益私有化的根本目的。事实上,为了完成

上级的任务指标和谋取更多私利,乡镇有的策略性行为已经突破法律或道德的底线,乡镇出现负债

增多、功能异化、黑恶同构、腐败猖獗等现象,越权执法、违法执法等行为也时有发生。分利秩序反

映了基层政府在制度环境、政策执行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排斥性和矛盾性,是乡镇体制改革中各种

理性制度设计始料不及的副产品。
(一)权责失衡常态化:分利秩序形成的制度缺陷

Y县38个乡镇的领导干部普遍认为乡镇权责失衡的现实不利于乡镇的长远发展和基层的稳

定和谐:(1)乡镇是权小责大的“空头衙门”。乡镇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是个“跛脚政府”。我国

政府机构改革以后,乡镇的权力被无限收缩,财权、人事权、土地权等实权都收归县级政府,乡镇事

权却有增无减,逐渐沦为上级的“传声筒”和“收发站”。(2)乡镇存在“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婆婆多,难伺候难统筹。X镇党委书记就涉农资金举例说明乡镇难处,
涉农资金存在多头管理且极为分散的问题,其拨付、使用和管理涉及财政、农业、民政、扶贫、林业、
水利、旅游等20多个县直部门。这种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制度设计和“撒胡椒面式”的强农惠农

政策很难让农民摆脱贫困惯性。(3)乡镇条块分割,人浮于事。Y县设在各个乡镇的派出机构十个

有余,如公安、税收、工商、电力、邮电、土地等权力性职能部门。这些部门从乡镇政府的行政隶属关

系中剥离,除党团关系在乡镇外,其它有关人、财、物的业务管理权都归属县直部门,乡镇无权约束

管制。这种条块分割的机构设置不仅增加了乡镇的财政压力和农民负担,还造成互相扯皮掣肘、推
诿卸责的局面。执法部门的“七站八所”各自为政,“管得着,看不见”;“属地管理、守土有责”的乡镇

却无权协同,整合困难,“看得见,管不着”。
县级政府利用属地管理将行政命令、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逐项分解到乡镇,并在关键领域(如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维护稳定尤其是信访等)对乡镇实施“一票否决”。乡镇的事权无限膨胀,在保

质保量做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税收、卫生、招商、交通、司法等常规事务的同时,还要落实目标

责任书和“一票否决”指标任务。然而,乡镇的财权、人事权和调配权却被全面紧缩。这种“条条掌

权、乡镇协调”的压力型体制,严重削弱基层政府的能动性。正是末梢政权“权小责大”的常态化格

局和制度化缺陷,使得乡镇干部很难在体制内做出政绩更谈何晋升,于是有的基层干部企图重构国

家政权,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蓄意结盟地方势力共同建立分利秩序,促成公共资源私

有化和私有利益最大化。
(二)基层干部边缘化:分利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

乡镇干部“不出事逻辑”的行政惯性制约着基层创新,而晋升通道狭窄抑制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Y县乡镇干部用形象的顺口溜来提炼其中心工作:“芝麻大的官,针鼻大的权,天大的责任,三四千

块钱。”乡镇干部在农民眼里就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因此,他们被迫陷入“5+2,白+
黑”的忙碌漩涡。深度访谈中乡镇干部将其中心工作概括成“五个办”:对关乎自己头顶乌纱帽的工

作想方设法、不计代价地“全力办”;对能突显政绩的工作重点择出、励精图治地“优先办”;对领导偏



好的工作则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地“看着办”;对每天能表现得日理万机的工作装模作样、尽忠职守

地“装着办”;对攸关百姓民生而没有纳入绩效考核的工作能拖则拖、敷衍搪塞地“悠着办”。“五个

办”的中心工作正是乡镇干部在属地管理和一票否决的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干部工作导向重要性排

序的真实反映,也是乡镇“伪治理化”行为的有力折射。
乡镇干部想办实事却没有实权,想晋升然没有出路,在基层管理的鸡毛蒜皮中斡旋与消耗,被

国家政治体系逐渐边缘化。乡镇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治理心态在大面积蔓延。有的

干部试图铤而走险,利用非常规、甚至非法手段与农民精英、宗族势力等联盟,图谋国家资源如何合

法私有化策略,他们已经成为构建分利秩序的重要推力,离间着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乡镇干部口中

“一心为民”、行动“日理万机”,事实上既没有得到上级的提拔,又没有得到农民的认可。乡镇干部

在国家与农民之间不仅捞不到“好处”,还两头受气,却仍然坚守岗位。他们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
“坚守”行为背后是否有隐性逻辑在左右其选择? 如果有,能否透过国家资源的流向浮出水面? 这

是本研究观察的逻辑起点。
(三)差序格局理性化:分利秩序形成的乡土根基

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它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
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少,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

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

验”[10]。西部乡镇至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封闭性、自给自足性和排外性等“乡土”特征。其乡村

社会的政治场域仍然建立在以亲缘、血缘、地缘等最为根本的关系格局基础上,在这种政治场域中

的资源配置往往不是依靠价格或权力,而是通过人际关系来实现分配。这为基层政府和宗族势力、
黑恶势力、宗教势力、农民精英等的相互渗透、结盟统治提供较大活动空间。他们之间角色重合和

相互关联的盘根错节,增强了各自对资源占有的攫取力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力。
但与此同时,西部的乡土特征随着国家行政力量的式微,也产生了很多新变化。村庄传统规范

被现代化稀释,农民与村庄共同体趋于离散,原来关系紧密的乡土人情和熟人社会也在瓦解和消

损,农村社会的资本存量流失严重,农民正趋于原子化和疏离化状态。农民本身就缺少参与乡村政

治的内在需求,而基层政府又有意疏离农民参与乡村政治。他们开始由一个个“马铃薯”似的农民

努力挣脱“麻袋”束缚,渐渐脱离家族和乡村聚落成为高度分散的孤立群体,使得原来稳定牢靠的亲

缘血缘关系网络变得松散甚至断裂,其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和多元化特征。于是,农民在相互算计

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性选择”,构建起“理性化”人际关系[11]。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
但它为分利势力的长期合作创造可能。

随着乡村社会走进“后乡土”时代,人口向外流动性大已经成为西部乡镇败落的必然。Y县86
万人中约有37.5%以上的人在外打工,农村人口空心化,常驻人口多为老妇幼残弱等群体。这些群

体文化素质较低、政治敏感性差、经济条件落后、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有限,被现代治理工具(如
计算机、网络、手机终端等)排斥和边缘化。在权力角逐中天然的“奴性”使农民处于明显劣势,他们

无法整合碎片化利益诉求,很难形成农民共同体,也挤不进利益分割的核心队伍。他们被迫选择政

治疏离或政治冷漠,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努力变得独立精明,只管自己发家致富,却很少投

入集体发展。政府虽然很难把农民组织起来谋大局做大事,但又不能对其既得利益“短斤少两”,因
为在制度约束界外的农民一旦受到不公平对待,往往是最无后顾之忧和最有可能进行全力抵抗的

群体,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最脆弱的稳定因素。

四、乡镇分利的秩序维度:基于Y县的实践

在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的过程中,无论是乡镇、村干部、乡村社会的各类势力,还是农民,他们

之间的微妙互动正在形成相对稳定的分利秩序。利益相关者以各自擅长的方式蚕食并消耗着国家



资源,在乡镇内部形成相对固化的分利势力,成为基层治理内卷化的隐形力量,并异化着基层制度

的有效建设。这些分利势力主要由积极推动地方资源本土化的基层政府和乡镇领导、与基层政府

结盟甚至已经渗透进基层政府的地方势力(包括宗族势力、黑恶势力、宗教势力等)、“农民精英”(返
乡农民工、乡镇企业家、农民知识精英、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者)以及普通农民构成。普通农

民本应作为国家资源输入与地方资源资本化的最大受益者,却被其他势力排斥在外,成为被制度边

缘化的“沉默羔羊”。他们只能被动接受遭遇层层盘剥后所剩无几的资源,并为“不劳而获”的微薄

收益暗自窃喜。他们对利益集团结盟侵占行为视而不见,认为只要不是瓜分自己口袋里的钱,国家

资源被截留再多也与己无关。这为分利秩序的形成奠定深厚的群众根基。
第一个分利秩序层:积极推动地方资源资本化的基层政府和乡镇干部。他们试图在争资跑项、

招商引资、建设小城镇和开发地方资源等方面预留寻租空间,这是乡镇干部行为的隐性逻辑,以回

应他们何以在国家与农民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溯源之本。取消农业税费后,乡镇主要承担经济发

展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双重任务,上级政府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各种财税、维稳等指标与基层领导

的政绩挂钩。乡镇政府寻求庇护、选择性行政以及“拉关系”争资跑项等行为,带有非正式的“乡土

性”,与科层体制的“官僚性”存在一定的内在冲突[12]。因此,国家有意削弱乡镇的权力,一些重大

项目已经绕开乡镇,通过专项项目制进行技术监控。乡镇政府无权调配公共资源,却又肩负着发展

与维稳等重任。加之“一小撮儿”农民已成刁民,讲不通道理,也不畏惧法理,基层干部的中心工作

举步维艰。为了应对上面层层传递的压力,体制内权力组织只能依靠体制外力量来缓和尖锐的基

层矛盾。为了获取其他势力和农民的广泛支持,对地方势力,他们积极主动与之谈判博弈,以求达

成共识和分利均衡。对农民,则通过开空头支票、夸海口承诺来解燃眉之急。由于乡镇政府的权力

和能力都非常有限,最终无法兑现承诺,长此以往,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可能被激化直至

大规模爆发。案例1是乡镇干部在工程建设中以规划项目为由进行索利的霸权行为。①

  案例1:乡镇政府成为村级公路修建工程的分利黑手。

K乡 M村的一段乡村公路在6年前已经实现通村通达,但由于缺乏专项资金管护,机耕

道路崎岖坡陡,大雨过后路段几乎毁成沟壑百川。邻村张富贵老人病逝,灵柩从医院送往老家

安埋,途经马棚河沟无法通行,于是就近砍了数根海碗口径的松树拼成临时桥梁通行,但车开

到临时桥中间时,车轮猛侧滑,灵柩和车险被翻进河沟。此事深深地触动张富贵小有成就的儿

女们,大家发狠凑钱修桥。筹集10万元修桥款项到位,但是乡镇政府以修桥占用年规划项目

为由索要5万元。几经周旋无果,最后儿女们只得以个人名义历经一年把桥修好。桥虽建好,
但路况太差,不是天晴挂底盘,就是下雨车轮原地打滑。后来张家儿女们四处公关,争取到县

财政100万拨款用于铺路硬化。但乡长侯大发以占用地方年规划项目200万总规划名额为

由,要求100万县财政拨款必须分给乡镇政府50万,否则不予修路盖章。
第二个分利秩序层:与基层政府结盟或者已经渗透进基层政府的地方社会势力(宗族势力、黑

恶势力、乡镇企业等)。他们通过非正式权力(人脉关系、社会威望、个人号召力等)与正式权力的胶

着和渗透,吞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资源。这些地方社会势力是基层政府完成指标任务和维稳的重

要协助力量,因此乡镇政府对他们恩威并施。一方面,基层政府需要依靠地方势力推进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应付那些拆迁钉子户、上访达人和混世刁民。
政府惯用的政策往往对这些“困难户”集体失效,乡镇不得已只能把治理难题转嫁给地方社会势力,
因为他们可以采取恐吓、威胁甚至暴力手段治理“困难户”。地方势力强悍的威慑力和果断的执行

力是基层政府对付“刁民”的“杀手锏”。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又必须采取利诱、威胁、行政、法律等手

段对地方势力进行打压或牵制,以防他们壮大成为国家隐患。于是,乡镇政府与地方势力通过权力

① 为确保资料获取的真实性和深刻性,访谈中承诺会隐去涉事人姓名,因此论文出现的所有姓名皆为化名。



渗透和关系交织,形成一明一暗的利益联盟且难以割离,对国家资源的抢占在共谋中也趋于隐蔽。
第三个分利秩序层:“农民精英”,包括农村社会的技术能手、社交能人、宗族精英、乡间隐士、返

乡农民工,尤其是拆迁钉子户、上访户等机会主义者。在国家资源分配体系中,绝大多数农民只是

被动的接受者,而非参与者,更不是创造者或主导者。除普惠型政策资源(如粮食直补、低保、扶贫

等)以外,其他资源多数都是基层干部通过“争资跑项”向上级政府公关索取而得。普通农民对于资

源输入政策几乎都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过于麻木,他们只能依附于农民精英,要么尾随其后采取集体

行动搭便车策略,要么自愿放弃利益分享甘做沉默者。当前农民已经出现明显分化,一些见识广的

农民抓住资源下乡的机会从中受益,他们深谙乡镇政府面临的高压维稳困境,抓住基层干部的治理

软肋进行谈判博弈或上访威胁,以实现个人利益满意化的目标。当然,这些机会主义者也有可能面

临地方势力的制约和镇压,因而不敢过于贪婪。农民精英则主动担负起代表大多数沉默农民的责

任,并构成基层秩序的重要力量,这不仅驱使其他农民朝着机会主义者发展,还强化基层组织吸纳

地方势力对其进行简便治理的逻辑。案例2是返乡农民工争取自身利益的上访实践。

  案例2: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补偿中“农民精英”的上访力量。

Y县最远的D乡农民被组织起来聚众扎堆县政府,强烈质疑高山生态扶贫搬迁补偿和征

地赔偿中的公平问题,他们通过“聚众闹访”“围堵示威”旨在得到满意补偿。聚众“头领”是返

乡农民赵佑根,他和妻子王玉梅带小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家里仅剩年迈体弱的老母亲和年幼无

知5岁的大女儿。赵家在D乡山谷地带且交通不便,但未被列入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名单。据

赵佑根反映,D乡地势偏远,处于行政权力的真空地带,该乡的利益分配主要受控于向氏家族

(当地旺族)的宗族势力,该乡的党委书记是向忠权,镇长是书记的堂弟向忠贵。在实施高山生

态扶贫搬迁补偿中,偏于“搬富不搬穷,搬亲不搬疏”,与向氏家族沾亲带故的村民最早取得搬

迁资格,且获补偿金最快。赵佑根得知自家落选后,立即返乡鼓动邻居和亲朋,要求重新划定

补偿界线。多次沟通无果后就组织集体赴县城上访,并扬言不解决好搬迁问题,会将上访进行

到底。县领导对乡干部施加压力后,镇长书记约谈赵佑根,他答应取得搬迁资格后不再上访。
第四个分利秩序层:普通农民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几乎很难成为国家与地方公共资源的最大受

益者,他们成为被动接受有限剩余资源的受益者。取消农业税费后,资源下乡成为乡村组织与上级

政府互动的理由,普通农民没有获得资源和信息的有效渠道,他们缺乏意愿和能力投入公共事业建

设。国家资源下乡(除普惠型资源外)还未及农民之前,就已经被前面提及的三大分利层搜刮。由

于资源还没有分到农民手中,农民无法切身感受到乡镇政府、地方势力和农民精英对其应有资源的

掠夺,因此,他们并不敏感且无意反抗。在“沉默的大多数”农民的思维意识里,地方权势或黑恶势

力从上级政府中争取资源,那是他们技高一筹,自己没有能力获得资源是技不如人。对基层干部的

贪污腐败、对黑恶势力的资源垄断、对农民精英的获利锋芒,大多数农民保持沉默,至多私下议论或吐

槽抱怨,很少采取过激行为。这就导致国家资源的输入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被层层消耗,乡村社会公共

品供给的质量难以保障,普通农民也很难达成集体行动,以共同抵制分利秩序对公共资源的蚕食。
乡村社会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构建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场,基层政府是瓜分农民利益的幕后

操盘手,地方势力是名正言顺的项目承包商,农民精英则成为瓜分利益蛋糕的抢占能手。打开分利

秩序的黑箱可以看到,国家资源的输入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并没有改善乡镇治理的状况。从推动地

方资源资本化的乡镇组织,到地方社会的各种势力,到农民精英,再到普通农民,他们相互依赖又相

互牵制,形成一个阻断、耗散、蚕食和分割利益的结构化力量和状态。这种状态是分利秩序形成和

固化的结果,它不仅吞噬国家和地方的公共资源,也消解农民对基层组织权威的认同,使得乡镇出

现政权内卷化和空壳化的治理困境。

五、放权赋能与合作治理:破除分利秩序的理性选择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不再向农村汲取资源,供给式整合原本更应有利于国家推动基层社会



制度化和有序化,而资源下乡的后果却是乡镇治理权力式微,国家与基层组织、农民之间的联结与

制衡纽带被严重割裂。赵树凯将乡镇政府在功能、结构乃至运行机制上,与正式制度之间的这种偏

离概括为“制度异化”(包括制度缺失、制度悬置、制度错位和制度逆变)[13]。国家从向农村汲取资

源到向农村供给资源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治理旨在更好地限制基层政府的权力滥用,以推动基层政

府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型,使农民从义务本位走向权利本位。但事实上,乡镇政府的治理能力却在实

践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基层政府的消极应对,地方势力的积极参与,农民精英的主动索权,以及在

乡村社会形成相对固化的分利秩序。这是国家政权没有在农村建立有效组织体系的必然结果,它
延续了资源汲取时期“利益共同体”生成的根本逻辑。分利秩序的固化降低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
加剧基层政府制度异化的程度。乡镇政府制度异化和基层政权内卷化现象非但没有在资源下乡的

过程中得到缓解,反而更加突显,甚至出现异化过度的“伪治理化”现象。
如何打破乡村社会的分利秩序和层层搜刮格局,走出乡镇“伪治理化”困境,如何重建国家、基

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机制,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如何让农民切实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是当前乡镇治理亟需强化的中心工作。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公共规则体系,达成利

益主体各自的目标预期,给乡镇放权赋能和进行合作治理是解决国家治理困境的根本途径。首先

必须平衡乡镇的权力责任关系,要么给乡镇放权赋能,要么收回乡镇的事权。根据西部乡镇目前的

发展阶段,乡镇作为一种政权的组织形态,还具有较强的存在意义。因此,放权赋能是西部乡镇最

为迫切的制度性弥补。在财政资源匮乏和基础性权力孱弱的困境下[14],合作治理是乡村社会均衡

各方利益的理性选择,也是乡镇治理未来的必然趋势。合作治理既需要制度规则的引导,更需要具

备实现这些制度、规则的合法性权威作为基础保障。要推动合作治理的进程,需要在有效性与规范

性之间找到平衡点。而达成合作治理的关键,就是把个体自治的分散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有序的利

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共同体,以“农民自愿、利益共享”为原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要素配置原理,贯彻民

主与互助的合作理念,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形式,增强农民自组织能力和政治参与度,以实现权

力制衡、利益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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